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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

大革命时期中共“忽视军事”说辨析

卢 毅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共片面注重民众运动，忽视了军事工作，从而丧失
了军队领导权。但此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中共当时其实相当重视军事工作。它之所以未能掌握军队
领导权，是与其缺乏经费和武器，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国民党的抵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勉
力维持的党内合作框架内，要想掌握军权，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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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gument to the Opinion of the CPC“Ignoring Military Work”
during the Great Ｒevolution

Lu Yi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most people thought that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the CPC one-sided focused on
the mass movement，ignored the military work，so that lost the army leadership． This opinion was not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that CPC was quite attached to military work． Its failure of grasping the military leadership
was related to lack of money and weapons，as well 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Intervention and the Kuomin-
tang’s resistance． Especial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ner-party cooperation，to grasp the military power was
almost an impossible task．

学术界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观点，认为大革

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在指导思想上过分重

视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不懂得掌握武装

的重要性，从而丧失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如有
论者强调: “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
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是武装斗争问题上，指导

思想上存在着严重错误”，“工作中心都是发动
和争取群众……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都
被放弃了”①。虽然这一论断从总体上说不无道
理，但其中对当时中共的军事工作完全抹煞，

则显然有失偏颇，而且将中共未掌握军队领导

权的责任仅归咎于几位主要领导人，亦未免失

之简单。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有十分复
杂的客观背景的，单纯从主观认识失误来解释

或许稍嫌片面。关于此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
尝试予以澄清②。不过从材料发掘和论证逻辑来
看，似乎仍有进一步辨析的空间，本文即拟就

此展开详论。

一、中共对军事的重视

揆诸史实，中共在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

对军事工作已经相当重视。早在 1922 年，周恩
来就指出: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
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③

蔡和森也说: “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
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

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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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① 1924 年，邓中夏亦
有感于 “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
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

消灰灭了”，因而提出: “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
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极汹涌的时候，军事活

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他还强
调: “兵士运动确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
可能与必要”。② 与此同时，彭湃也看到农民
“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从而断言: “当此
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

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不
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

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他还有针对
性地指出: “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器是什么也干
不成的。”③

传统观点常常把恽代英视为忽视军事的典

型④，并引其一些言论为证，如他曾说，对工农

民众的 “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
动十百倍重要的事”⑤，甚至还说过: “我们不
靠练几队精兵去打天下……我们靠宣传的工作;
靠一张嘴、一支笔，宣传那些应当要求改造世
界的人起来学我们一同改造世界。”⑥ 但事实
上，恽代英后来曾澄清: “我原说的军事运动，
本有些是指着想利用反动势力 ( 如反直系与一

派帝国主义的帮助) ，以图急效; 想在军队中站

重要位置以左右军队行动的人而说的”⑦。这说
明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专门笼络军官的做法，并

不反对在兵士中宣传革命。他还主张军事与宣
传并举，并坦承道: “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
战斗的手段的”⑧， “民主革命要假军队与群众
之力……革命未有非由军队赞助，使群众勃发
之感情得以增长而能成功者”⑨。1925 年，他又
在 《学生军与军事运动问题》一文中写道:
“自然我们不赞成只知重视武力，把民众的宣传
与组织置之脑后的态度，我们相信只有民众已

经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之后，才谈得上武装暴

动……但是在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的工作以后，
或者便在学生军运动中间我们可利用以进行我

们的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亦赞成进行学生军

之组织与军事运动”。他还说: “我以为加入军
队中为兵士，自然是结纳兵士发生组织最好之

一法……文字宣传对于反动军阀下之兵士是无

甚裨益的”。瑏瑠 由此可见，恽代英并未完全否定
军事工作。

1925 年的五卅运动、两次东征和统一广东
革命根据地等斗争实践，使中共对武装斗争重

要性的认识又产生了一个飞跃。如瞿秋白便指
出: 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完全胜利，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 “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因此
应 “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瑏瑡。
1926 年，他又专门撰写 《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
争问题》一文提出: 中国民众过去以示威、抵
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如今 “已经到了武
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

的时机”， “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
式”。他还特别强调: “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
革命的正式军队”，“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
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总之，在瞿秋
白看来，“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
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
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瑏瑢。
在此期间，瞿秋白还针对个别人 ( 如彭述

之) 主张革命的武装暴动要等到有了 “充分的
武装准备”和 “胜利的保障”之后才能进行的
观点提出批评，认为 “这是 ‘先宣传，再组织，
然后武装暴动’的老公式之新形式，而且更加
死板了一层”，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群众的 “政
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并领导之; 却不是

·711·2014 年第 1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06 页。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58、63、
64 页。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85、71 页。
参见林之达: 《从党的宣传史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的失败》，《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 年第 1 期。
张羽等编校: 《恽代英书信集: 来鸿去燕录》，人民
出版社，1981 年，第 190 页。
《恽代英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96
页。
《恽代英书信集: 来鸿去燕录》，第 201 页。
《恽代英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66
页。
《恽代英书信集: 来鸿去燕录》，第 128 页。
《恽代英文集》下册，第 706、709 页。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311 页。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50—62 页。



主张 ‘绝对抛弃军事行动’而专来练习书生式
的杜撰的 ‘科学的革命方法’”。因此， “革命
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争取革命军队是

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还明确提出掌握
军事领导权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

其武装之领导权是 “万分必要”的。①

此外，以往人们在述及大革命时，一般都

会指责陈独秀忽视了军事。这显然过分夸大了
其在党内的影响。据王若飞回忆: “此时中国党
的领导有三个中心: 上海———陈独秀、述之、
秋白、C． Y 的弼时、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北
京———李大钊、世炎、乔年、国际代表加拉罕。
广东———陈延年、恩来、国焘、国际代表鲍罗
廷、军事加伦。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领导，中
央当时还作了些工作，但许多问题各地是独立

作主的。许多意见中央主张是不能到各地的，
如陈独秀反对北伐，但并未影响到广东。北方
大钊同志的意见是主要的。”② 可见陈独秀的影
响力并不像过去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另一方面，
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陈独秀思想的

复杂性。1925 年 7 月，他针对五卅运动的失败
提出: “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
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1926
年 11 月，他又在 《革命与武力》一文中公开声
明: “反对 ‘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
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
都非有武力不成; 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

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

当然不会成功。”③ 这说明陈独秀对武装斗争的
重要性也并非视而不见。即使是被瞿秋白批评
的彭述之，虽曾提出革命是有一定步骤的，第

一步是宣传，第二步是组织，第三步则为武装

暴动或军事行动，但他亦表示: “自然宣传与组
织绝不是死板板地划分某一期只作宣传某一期

专作组织，而是要同时并进的，即是武装暴动

也是时常要准备的。”④

就中央决策而言，此时对军事工作重要性

也是十分强调的。1923 年，中共三大通过的
《宣言》曾批评国民党 “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
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并表示，“一个
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

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因而希望它今后

“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
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

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⑤。这段话过
去常被误解为中共主张 “宣传重于军事”，但仔
细分析，它其实是针砭国民党 “专力军事”的
片面倾向，旨在告诫其必须兼顾二者，并不包

含中共自身可以置军事工作于不顾的指示。
实际上，随着民众运动的发展，中共已经

开始考虑武装工农的问题。1924 年 5 月，中共
中央通过的 《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提出: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
武装农民以防匪祸。”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
通过的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也号召:
“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
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

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

导之下。”同年 10 月，中央又讨论了武装工人
的问题，提出应当 “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
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
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

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

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

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同时发表的 《告农
民书》也提出: “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
求政府发给枪弹”， “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
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办理自卫军”。⑥ 1926 年
2 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更指出: “自
‘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经由宣传群众组织
群众而近于开始武装群众的时期……因此中国
C． 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
军事工作，目前在 C． P． 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
中国 C． 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为执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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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C． P．中央应建一强有力的军委”①。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掌握

武装的重要性。1926 年 7 月，中共中央扩大执
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 《军事运动议决案》再次
强调: “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
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本党是无
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

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

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

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这次会
议还明确提出了 “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
分”的重要论断，这是中共第一次以决议的形
式阐述对武装斗争的认识。②

大革命时期，中共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前所

未有地重视武装斗争，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军

事工作的实践。首先，在大力开展民众运动的
同时也开始注意武装工农，相继建立了一些工

农自卫武装组织。如省港工人在大罢工中组织
了 2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在斗争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1924 年 7 月至 1926 年 9 月在广州举
办的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也 “尤注重于军事
训练”，把军事训练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教育大
纲，“全体学生准军事编组”，通过正规军事训
练，“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
为武装农民之准备”③。
其次，向黄埔军校派出许多党、团员任教

官和学员，向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及其军事学

校派遣军事干部，担任中下级领导职务，并在

其中做政治工作，发展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
据 1926 年 12 月 5 日的 《中央局报告》，“全国
在军中工作同志有一千五百人左右”④。中共还
在一些部队中建立支部，从而直接掌握了部分

武装力量，这些部队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进

行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的基干力量。对此，
朱德后来曾说: “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
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
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
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
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

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
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

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⑤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认识还是具体实践来

看，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都没有忽视军事工作，

而是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重视的趋向。关于这一
点，蔡和森曾有过一个较为公允的判断: “我们
的党对于军事运动也有注意，且有好的结果，

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

命”⑥。毛泽东更是详细描述说: 从 1921 年至
1924 年的三四年中，中共还 “不懂得直接准备
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
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

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
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⑦。

二、缺乏经费与武器

虽然大革命时期中共相当重视军事工作，

却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这具体表现在没有建

立自己的强大武装和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国民党

军队两个方面。在独立建军的问题上，尽管
“我们帮助了国民党建军，开始认识了军队的重
要，但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人搞”⑧。应该
说，中共在这方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胆识和魄

力，结果贻误了大力发展的时机。1927 年 1 月，
张国焘曾提到: “有些同志提出了建立新的工农
军队的问题，可是没有指出建军的具体办法……
我们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很快就会得

到解决。”⑨ 但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
对此，八七会议曾指出: “虽然军事问题很重
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

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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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决定。”① 王若飞后来也说: “我认为五大
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

权军队……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武装。”②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状况又是如何造成

的? 中共为何对独立建军表现得如此迟疑犹豫

和瞻前顾后呢? 首先，这与其缺乏经费和武器

来源有关。由于中共并非执政党，不占有行政
和财政资源，因此很难获得经费和武器。当时，
长沙县农民协会决定训练 500 名农民自卫军，
“业有 200 余农民正在日夜训练，但是经费无
着，进行很感困难，单就每天伙食而论，即已

难于维持”。而汝城县甚至在农军干部训练班的
招生简章中要求学员自带枪弹，无枪弹者不收，

“该乡没有枪支，便向他乡团体和个人借用均
可”，由此可见其武器之匮乏。③ 马日事变发生
后，中共方面也总结: “工农纠察队，在过去没
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他们的枪弹，一部

分是政府发给的，一部分是接收团防局的，政

府发的多半是旧的或者是锈坏了的，接收团防

局的多半是没有子弹的九响枪，所以总数虽有

二百余枝，实际上能作用的不过六七十枝”④。
1927 年 7 月，国共两党联合召开的土地委
员会扩大会议曾通过议决案: “为巩固农民政权
起见，应一方面建设农民本身之武装，一方面

消灭农村中非农民之武装，并请中央下令，国

民政府所属之兵器制造厂，应以 5%至 10%的
出品，供给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委员会，于军
事委员会指导之下，分配军械于农民。”⑤ 但此
案并未获得国民党中央批准，根本无法实现。
而夏斗寅叛变后，中共中央 “决定乘机扩大工
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

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 2000 支及月费若干;
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⑥。当时还恰逢湖
北省政府改组，同情工农运动的邓演达希望能

自兼军事厅长，建立一支有力的工农部队，亦

未获蒋介石允准⑦。邓演达此时仍受蒋介石信
任，并官居总政治部主任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

主任之职，其欲建立一支工农武装尚不可得，

更遑论中共了。
面对这种缺乏经费和武器的困境，陈独秀

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

量。”事实上，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对此看得也
很清楚。1927 年 1 月，维经斯基向联共 ( 布 )
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报告: “关于武装城市
工人的问题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武器，也无

从获得武器。汉口的纠察队 ( 名称不确切，更
应称之为近卫军) 几乎没有武装……几乎没有
希望从政府手中得到武器”。5 月，赫梅廖夫亦
向苏军参谋部报告: 因为缺乏开展军事工作的

经费，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的武器问题难以

解决，“农民游击队在多数情况下有武器而没有
子弹”，有时弄到了黄色炸药，却没有机器对其
进行必要的加工，“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小批中国
同志用最原始的方法，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发

明创造出来的”。时至 6 月，鲍罗廷也说: “现
在武装工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汉阳兵工厂每
天生产 200 支枪，都被军阀拿走了……因此，
现在武装工农的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它实际上

是不可能的。”直到大革命失败后回莫斯科汇报
时，他仍然坚持说: “当你们没有任何可能从任
何地方弄到一支步枪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武

装真正能够同正规军作战的群众问题……请你
们相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到处去搞武器装

备，但是搞到的实在太少太少。”⑧

三、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

当然，此时中共还有一个潜在的武器来源，

那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但恰恰在这一点上，
中国同志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击。192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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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执

委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在给莫

斯科的信中说: 目前革命的 “前景非常好。群
情振奋。现在的愿望和决心前所未有”，但是
“没有钱。急需钱。有 5 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
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几乎没有武器。这
更糟”。面对中共的如此窘境，联共 ( 布 ) 政
治局曾决定 “拨给在上海的同志 10 万卢布”，
但不到十天，旋即又撤销了这个决定。① 后来，
张国焘还曾向鲍罗廷提议: 苏俄政府既可以将

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

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

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

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鲍罗
廷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目前绝不可能，等时

机成熟，再作计议。② 直至 1927 年 5 月，中共
才得到联共 ( 布) 中央提供的每月区区 1000 美
元的军事组织经费③。
言及至此，就要提到中共未能掌握军队领

导权的另一原因了，即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
毋庸置疑，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给予了中共军

事工作许多帮助，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不少失

误。这尤其体现在没有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独
立武装，而是要求其全力协助国民党军队的政

治工作上。大革命初期，莫斯科对建立由中共
掌握的革命军队似乎也有所考虑，但始终未做

决断。1925 年 7 月，俄共 ( 布) 中央政治局讨
论了在中国组建 “红色部队”的问题，会议决
定: “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将
来不放弃加以实现。”9 月，俄共 ( 布) 中央政
治局又决定 “补充拨款 1． 5 万卢布为中国共产
党人组织军政训练班”④。可是后来由于中国政
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莫斯科看到利用广东

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更快见效，便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共的军事工作，特别

是组建由党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未予以应有

的重视，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军事援助

的方针，令中共到国民党军队中去 “保持领
导”。斯大林便曾说: “在目前，用新的军队，
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

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⑤

而 “中国共产党应该极力加紧军队中政治的工

作，使他成为中国革命意志的真正的模范的领

导者”⑥。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不仅反

对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而且反对在国民革命

军中去争取领导权。1925 年 8 月，共产国际执
委会东方部专门制定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
工作的指示草案》明确指出，“近期应当把最大
的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军部队

上”，并要求中共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在革命军
队中进行政治工作: “共产党的所有军事人员在
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 ( 在

个别情况下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 。共产党军
事部的工作同国民党有关部的协调应当通过国

民党军事部机关党的工作人员来实现”。同年 9
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又指

责中共有 “产生左倾的危险，而且我们的军事
人员尤其会患这种病症”。因此，他要求: “中
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

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
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
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

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

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他还特别强调:
“我们的军事人员应当专门在这方面接受指导”。⑦

这一时期，鲍罗廷还曾在北京召开会议，

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 1 军作为中心力量，认为
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中共自己独立的军事

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

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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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党员可以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国民革命军

中担任各级党代表，在军队和黄埔军校中展开

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

队。① 1926 年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回到广州，
又 “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
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

伐”。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援助军火到达，陈独
秀要求从中匀出 5000 枝枪武装广东农民。鲍罗
廷坚决不给，认为这将 “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
农民反抗国民党”②。
在此期间，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甚至将中山

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共 “热衷于搞军事工作，
而且将这项工作几乎完全集中在广州的国民革

命军中。与此同时，党对发展党内教育工作却
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对广州政府的国家机关

工作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而主张，今后
“要把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一定力量转移到其他工
作领域，首先转移到党内教育工作中去”。参与
处理事件的国际代表穆辛在报告中也说: “共产
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按国民

党系统开展政治工作来巩固和加强军队。”他甚
至主张: “应该准备取消军队中独立的共产党支
部，如果这些支部的存在是军队中发生激烈斗

争的原因，因而不是有助于军队的巩固而相反

却是加速它的瓦解的话。共产党人的任务是遵
循国共两党共同指示在军队内的共同的国民党

支部中做工作。同中国将领一起工作时，我们
的同志需要特别有分寸。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
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

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③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这种干预极大地制

约了中共独立发展武装。1927 年，共产国际代
表罗易曾批评中共: “过去的根本错误是，从来
没有尝试过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④ 此话虽然
切中弊端，却未能揭示背后原因。实际上，恰
恰是共产国际的限制造成了这一局面，以至于

北伐时中共虽在几个军都派有党代表和政工干

部，但他们指挥不了部队，“因为情况一变，政
治工作人员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可见掌握
部队只有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有从上

到下的军事指挥员”⑤。对此，维经斯基后来有
所认识，他向莫斯科报告: “在军队中我们占据

的指挥职位非常少。有政治委员即政治部门负
责人。需要注意的是，这跟我们军队中的情况
完全不同。政治工作人员的影响不能与我们这
里的影响相比。”尽管 “政工人员的影响不能低
估”，但 “现在随着革命的深入，政工人员的作
用虽跟以前一样，但已缩小到最低限度，只靠

宣传、只靠在军队的政治影响，我们不可能把
军队拉到自己一边”。⑥

四、国民党的抵制

大革命时期中共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还

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即来自国民党的抵制，

使之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苏联驻华
大使加拉罕很早就体会到: “我们在那里 ( 指广
州———引者注) 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里有孙，
有党 ( 指国民党———引者注) ，但不让我们到任
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
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⑦ 后来尽管孙中山
改变了看法，主张利用中共党员开展军队政治

工作，但国民党内仍有不少人心存疑虑。共产
国际当时便发现: “近来可以看到国民党人企图
把共产党员排除在军事领导岗位之外”⑧， “他
们对共产党员抱有毫不掩饰的恐惧心理”⑨。例
如黄埔军校与第 1 军的关键岗位，蒋介石均选
派国民党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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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共产国际曾将中山舰事件的发

生归咎于中共在军队政治工作的激进。倘若换
个角度来看，此说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共当时

对军队的渗透确实使一些国民党将领的利益受

损，引起其嫉恨和不满。事件发生后，苏联顾
问斯切潘诺夫即曾报告: “中国共产党于党务之
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彼等不

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为转移，只知以显明的

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

持一切指挥之权，致使国民党因嫉忌而解

体。”① 共产国际代表穆辛也认为: “蒋介石的 3
月 20 日行动是由广州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
总的局势引起的; 但它无疑由于俄国同志即军

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在军队中工作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加速和激化

了。军队集中管理进程的加快、政委制的过快
推行、过于粗暴的政委制条款和对这一条款的
粗暴运用、对中国将领的过多监督、共产党人
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
对中国将领，包括对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

有分寸的 ‘同志式的’无礼行为，所有这一切
加快了 3 月 20 日行动的到来并使之更加激化
了。”② 今天看来，这些报告对中共的指责显然
过于颟顸，但其中所提及的国民党的 “嫉忌”
心理则是事实。
如果说上述共产国际代表的言论是片面批

评中共，那么对国共两党均有深入了解的鲍罗

廷，则对中共不无同情，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

其间的微妙关系。他说: “在军队中国民党人和
共产党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问题在于，共产
党人一直是军队中最优秀最忠诚的工作人员，

在各次战役中，并且不只是在军队中，而且在

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最勇敢。这种情况不能不在
指挥官当中引起某种忌妒、某种对立”，特别是
“最近几个月，在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相当多，正
因为如此，很难避免某些共产党人犯错误，没

有分寸。共产党人看到一些指挥官的盗窃、玩
忽职守行为，而他们工作出色、诚实，他们不
能保持沉默……所以也产生一些误会”。鲍罗廷
这段话既称赞了中共党员的优秀品质，同时又

批评其缺乏与国民党军官搞好关系的经验，可

以说是深刻地揭示了国共两党在军队中产生摩

擦的原因。他还曾直接指出: “指挥官一直讨厌
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 ‘人手’，他
们非常高兴蒋介石采取反对党的行动。”③

除了由于利益受损引起的嫉恨心理外，国

民党将领之所以排斥中共，还由于对其在军队

内部的秘密组织心存芥蒂。斯切潘诺夫就认为:
中共在 “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占据重要地位，
遍布党羽，秘密从事于该部分长官所不知之工

作，惹起各级军官及非共产党部分工作人等之

嫉忌”④。当时，东征军第 1 师师长何应钦曾查
获第 1 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的一封
信。在这封信中，李侠公向中共上级汇报: “我
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滩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

以四围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 ( 师长参谋长

等) 。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因杂有外人，遂使
我无有机会填具报告。”信中还说: “军官方面
如何，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

故我们尚无妨碍，可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

我们的主张。”⑤ 不难想见，这种在军内开展秘
密活动的举动，必然引起国民党的惊恐不安。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便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

民革命军第 1 军，如果不退出就提交名单。国
民党代表邵力子也奉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

“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派别组织从工作人员调动
角度来说有时妨碍军事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也
产生一些误会和敌视。国民党希望共产党人不
要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⑥ 这些都反映了国
民党方面的疑惧和戒备心理。
包括后世评价甚高的党代表制度，因为大

多由中共党员充任，所以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一

些国民党将领的抵制与排拒，引发了一系列矛

盾。1926 年 9 月，中共湖南区委报告: 国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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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军第 6 军党代表林伯渠与军长程潜 “已有冲
突”，“特委派林去时对六军希望过高 ( 成为真
正的国民革命军并设法培植我们一部分势力 ) ，

林本此意去做，不免操之过急; 同时林之工作

超出政治工作以外，对程之经济的分配不均

( 程本人不要钱 ) 及师、团长之吞肥过于干涉
( 政治工作人员任临时军法裁判，监督发饷、点
验枪支，在军事会议席上无顾忌的发言) 。论理
党代表可以如此，但根本国民党军队不应有党

代表，引起一部分团长及唐蟒、李隆建等之不
满; 程本人虽欲把军队弄好，但事实上没人去

更换坏的师、团长 ( 程欲更换二个师长) ，为维
持他的统一起见，当然不愿林之过于干涉”①。
有鉴于此，1926 年 11 月，中共中央给在西

北军开展工作的刘伯坚写信指出: “现在中国还
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

不十分尊重……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
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
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

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

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
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

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

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中央同时还
制定了 《国民军中工作方针》强调: “我们在
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要使他们

( 冯也在内) 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

面子使他们嫉妒。如伯坚同志教他们学习开会，
不使冯作主席而伯坚自作主席，这是非常的错

误。”② 其中流露出来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的
心态，也印证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不易。即便如
此，中共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效果仍不

理想，特别是第 2 军岳维峻 “非常不相信我们，

因而我们就不能在第二军全军内做工作”，而冯
玉祥 “基本上是惧怕共产党人的”，“事实上并
不相信我们的政治工作，因而没能开展重大的

工作”③。
总之，由于缺乏经费和武器，以及来自共

产国际的干预和国民党的抵制，这些因素相互

交织在一起，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共独立建军的

空间，而且使其无法掌握更多的国民党军队，

只能退而求其次，专注于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

工作，为他人做嫁衣。即便如此，在从事政治
工作时，中共亦须十分谨慎。1926 年 7 月，中
共中央通过的 《军事运动议决案》强调: “对
于国民党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

政治工作，便须取 ‘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
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

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

化。”④ 过去这句话常常为人所诟病，但事非经
过不知难，如果考虑到当时逼仄的客观环境，

如此行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无奈之举。平心
而论，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对军事工作是相当重

视的，然终因掣肘太多，尤其是在勉力维持的

党内合作框架内，要想掌握军队领导权，无异

于与虎谋皮，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教授 北京 100091)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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